
中国收缩城市存在生产率悖论吗*

———基于人口总量和分布的分析

刘玉博 张学良 吴万宗

内容提要:以人口流失为核心特征的城市收缩现象普遍存在。国外学者对城市收缩现象进行

了深入分析,而中国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。本文利用两次人口普查数据,识别了我国的收缩城

市,并利用2000-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,从微观层面观察收缩城市企业TFP的变化。研究发

现:与国外收缩案例的情况相反,我国收缩城市企业TFP高于非收缩城市,本文称之为我国收缩城

市生产率“悖论”。结合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人口重新分布的大背景,本文进一步界定我国“狭义的收

缩城市”,在此基础上发现: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集聚经济明显下降,且由于劳动力流动具有自我选择

性,造成当地企业TFP水平降低。这一结论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城市发展过程的认知,并对城市体

系的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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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

通常意义上,城市收缩被认为是人口密集区域

发生的持续人口流失现象(Oswalt,2005;Turok&
Mykhnenko,2007;Schilling & Logan,2008)。自

1988年 Häuβermann&Siebel首次提出“收缩城

市”(ShrinkingCity)一词以来,国外学者以德、英、
美、日等国家的城市个案分析为主,描述了收缩城市

引发的社会后果,如经济萎缩(Wiechmann&Pal-
lagst,2012)、就业率下降(Reckien& Martinez-Fer-
nandez,2011)、住房空置率提高(Couch& Cocks,

2013;Deng& Ma,2015)以及人力资本流失(Anja,

2016)等。在长期以增长为主的发展模式下,国内相

关文献大多研究集聚经济带来的经济增长,或过分

集聚导致“大城市病”等问题,较少关注要素和资源

净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。
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(2014-2020年)》提出

要健全功能完备、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,然而以持续

的人口流失为核心特征的城市收缩现象普遍存在,
威胁中国城市体系的健康发展。

近年来,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城市收缩

现象。黄鹤(2011)和杨东峰、殷成志(2013)较早引

入了“精明收缩”的城市治理理念;其后有学者从整

体或局部区域范围内识别了中国的收缩城市,并做

了初步分析(龙瀛等,2015;吴康等,2015;张学良等,

2016);张学良等(2016)虽然对比了收缩和非收缩县

市(区)经济规模、人口年龄结构等指标的异同,但以

描述性分析为主,未利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。
总体来看,目前国内对城市收缩的研究尚处于“识别

和辨认”的起步阶段,对城市收缩引发的经济社会效

应关注不多。另外,虽然国内亦有相关文献研究人

口流动的经济社会效应,但大多从宏观视角切入,关
注人口流动整体上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影

响,如要素配置效率(吕昭河,2012;王子成,2015)、
宏观经济增长(杜小敏、陈建宝,2010)、收入分配(高
虹,2014;彭国华,2015)等,极少采用微观数据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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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,造成研究视角上的缺憾。本文尝试从生产活

动入手,研究城市收缩引发的经济社会效应。具体

来说,本文将观测样本锁定为生产活动的主体———
企业,利用2000-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,测量

反映企业生产效率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(TFP)的变

化,分析中国城市收缩引发城市企业活力下降的可

能性。本文的创新点包括:第一,在识别中国收缩城

市的基础上,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分析人口要素净流

出产生的经济效应;第二,通过分析收缩城市和非收

缩城市企业TFP的变化,发现中国收缩城市生产率

“悖论”,即与国外案例不同,中国收缩城市企业

TFP并没有明显低于非收缩城市;第三,进一步识

别中国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,发现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
企业TFP明显较低,这引发了对界定中国“城市”发
展实体空间范围的重新思考,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城

市发展过程的认知,并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健康发展

提供政策启示。

二、机制分析与事实说明

劳动是企业生产过程中重要的投入要素,收缩城

市人口持续下降,一方面降低当地人口和经济活动密

度,降低当地集聚经济发生的可能性,从而降低企业

生产效率;另一方面,由于劳动力的流动具有自我选

择性,高素质的劳动力更容易流出,因此造成当地人

力资本质量下降,不利于当地企业TFP的提高。
(一)集聚经济

人口与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中是城市的基本特

征(巴顿,1984),拥有较高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密度

的城市,企业的生产率更高(Rosenthal&Strange,

2001;范剑勇等,2014;陈良文、杨开忠,2008),即产

生了集聚经济。Marshall(1890)较早对这种现象进

行研究,并将这种正向相关性归结为空间集聚的外

部性,即中间投入品共享、劳动力池和知识外溢;Du-
ranton&Puga(2000)进一步将其总结为:共享、匹配

和学习。有关我国的研究大多以城市人口数量或人

口密度作为集聚经济的衡量指标,发现城市集聚程度

对不同产业(孙浦阳等,2013;沈能等,2014)和不同规

模企业(余壮雄、杨扬,2014;李晓萍等,2015)存在异

质性影响,并随着城市规模的变化而不同(孙晓华、郭
玉娇,2013)。虽然没有文献直接研究人口流失城市

生产效率的变化,但从集聚经济产生的基础、集聚经

济增进经济规模和生产效率的效果来看,收缩城市劳

动力数量下降将降低集聚经济发生的可能性,继而降

低企业的TFP水平。
表1分别以人口规模、人口密度、各行业总计人

口以及单位面积GDP表示人口和经济活动密度,刻
画了城市集聚经济的水平。从人口集聚程度看,

2010年非收缩城市①平均总人口规模比收缩城市高

11.11%,人 口 密 度 高 27.48%,行 业 总 人 口 高

9.79%;从经济活动密度看,2010年非收缩城市单

位面积GDP比收缩城市高244.82%。
(二)劳动力流动的自我选择性

劳动力流动具有选择性(蔡翼飞、张车伟,2012;

Combesetal,2012)。劳动参与率较高、教育水平较

高和更健康的劳动力更容易流出(蔡翼飞、张车伟,

2012)。因此,人口持续流出不仅降低了收缩城市的

人口数量,同时降低了收缩城市的人力资本质量。
大多数文献研究表明,人力资本质量对国家(Ro-
mer,1986;Lucas,1988)、区域(任乐,2014;邵琳,

2014)的经济增长以及企业 TFP的提高(夏良科,

2010;李唐等,2016)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。因此,可
以预见,收缩城市人力资本质量的下降将影响当地

企业TFP的提高。
我们统计了2010年劳动人口比重、大专及以上

教育程度人口比重、职工平均工资和60岁及以上人

口比重(表2),分别作为劳动力参与率、劳动力技能

以及劳动力健康程度的刻画指标。可以发现:收缩

城市劳动参与率较低,劳动人口比重较非收缩城市

低2.31个百分点;以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刻画的劳

动力技能水平较低,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

比重低3.37个百分点,同时非收缩城市职工平均工

资比收缩城市高14.07个百分点;60岁及以上人口

比重高出非收缩城市3.42个百分点,一定程度上反

映了收缩城市劳动力健康水平较低的现状。

表1 2010年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集聚经济指标对比

城市类型 人口规模(万人) 人口密度(人/平方公里) 各行业人口总计(万人) 单位面积GDP(万元/平方公里)

收缩城市 403.14 359.01 21.83 466.74

非收缩城市 447.94 457.68 23.97 1609.41

  资料来源:人口规模和各行业人口指标根据《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》数据计算,人口密度和单位面积GDP指标根据《中

国城市统计年鉴(2011)》数据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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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基于此,本文提出假说1:
假说1:我国收缩城市企业TFP水平较非收缩

城市低。
这一假说与大多数人口流动或迁移相关研究文

献的结论类似。如 Glaeser& Gyourko(2005)认
为,由于房屋耐用性,人口净流出导致房价急剧下

跌,暗示城市生产率下降;杜小敏、陈建宝(2010)和
阮荣平等(2011)发现人口流动对以中部为主的输出

地的人力资本存在负向影响;邹湘江、吴丹(2013)提
出人口净流出地的农村逐渐出现老龄化上升的问

题。人力资本下降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无疑将

对企业TFP造成负向冲击。

三、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

(一)模型设定

根据前文分析,本文计量模型设定为:

TFPij =β0+β1Shrinkj+β2Xij +β3Yj

+Indusi+Areaj+Uij

其中,i表示企业,j表示城市;TFPij为企业全

要素生产率,是企业产出扣除资本、劳动等要素贡献

后的“剩余”部分,反映企业生产中的总体效率;

Shrinkj 为城市收缩哑变量,城市两次人口普查年间

人口负增长时取值为1,否则为0;Xij 为企业控制

变量,包含企业所有制性质、企业资本量、企业资产、
是否出口以及企业职工数等;Yj 为城市控制变量,
包含城市人口、GDP、财政、外商投资以及资源型城

市和老工业基地哑变量;本文还控制企业所属行业

固定效应Indusi和东部、中部区域固定效应Areaj;

Uij 为随机误差项。
(二)收缩城市变量的选取

国外文献多以“人口是否流失”作为判断城市是

否收缩的关键指标(Oswalt,2005)。虽然国内学者

的研究样本和空间尺度不同,但大都沿用这一标准

界定中国的收缩城市(龙瀛等,2015;吴康等,2015;
张学良等,2016)。本文采用张学良等(2016)的方

法,选取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的空间尺度,将中国

收缩城市界定为两次人口普查年间(2000-2010
年)常住人口增长率为负的地级及以上城市②。其

中,考虑到两次普查年间出现频繁的区划调整,我们

根据各地行政单元的区划调整信息③,以2010年行

政区划为标准,更新2000年相应地级及以上行政区

人口规模④,在可对比空间单元的基础上计算人口

变动率,继而识别中国的收缩城市⑤。最终在287
个城市中识别出85个收缩样本,比重为29.62%。
表3汇总了85个收缩城市的基本统计信息。其中,

51个城市人口增长率处于(-5%,0)区间,占比

60.00%;34个城市人口增长率小于-5%,占收缩

城市比重40.00%。不难发现,城市收缩在中国已

普遍存在,应给予充分关注和研究。
我国收缩城市的地理分布特征是:收缩城市

多集中在东北地区和长江经济带区域,主要包括

湖北、四川东部、重庆、贵州、安徽、福建等省市以

及内蒙古北部、中部和黑龙江北部等地区;人口大

量增加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国的重要增长极地

区,如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以及在区域平衡政

策下逐渐集聚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新疆和西藏部分

城市。
(三)企业TFP及企业控制变量的选取

Olley& Pakes(1996)、Levinsohn & Petrin
(2003)分别利用企业的当期投资和中间投入作为生

产率冲击力量的代理变量,发展出估计企业TFP的

OP和LP方法。在数据处理过程中,由于LP方法

使用的中间投入品数据更容易获得,而OP方法估

计企业TFP较容易损失样本数量,因此本文主要采

表2 2010年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劳动指标对比

城市类型 劳动人口比重(%) 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比重(%) 职工平均工资(元) 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(%)

收缩城市 68.49 6.26 28495.23 17.99

非收缩城市 70.80 9.63 32504.14 14.57

  资料来源:劳动人口比重、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比重以及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,根据《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》数据

计算;职工平均工资根据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(2011)》数据计算。

表3 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数据处理结果

收缩样本 人口增长率(-5%~0%) 人口增长率(-10%~-5%) 人口增长率(-15%~-10%) 人口增长率(<-15%)

数量 85 51 25 6 3

比例 100% 60.00% 29.41% 7.06% 3.53%

  资料来源:作者利用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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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LP方法估算2000-2007年⑥的企业TFP。
测量企业TFP的变量和其他企业层面的控制

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2000-
2007年数据。本文选取企业所有权性质、外商直接

投资额、资本量、出口状态、以企业总资产计算的企

业规模以及企业雇员人数等作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

量。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的四位数代码,生成28
个行业控制变量。考虑到样本观测期间频繁的行政

区划调整对收缩城市识别结果造成的影响⑦,我们

更新了2000-2007年企业所在地区行政代码的

信息⑧。
(四)城市和区域控制变量的选取

人口集聚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受到城市变量

的干扰,如不同城市规模的产业集聚对生产率存在

差异化的影响(孙晓华、郭玉娇,2013)。因此,本文

在模型中控制了城市人口和经济规模、财政支出、外
商投资等变量,数据分别来源于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

(2001)》和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(2008)》;资源型城市

哑变量 根 据《全 国 资 源 型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规 划

(2013-2020年)》整理而得;老工业基地城市哑变

量的选取,我们参考了王青云(2007)的研究,老工业

基地城市共包含106个地级市。根据各地级市所在

区域不同,设定东部、中部两个地区哑变量。
对四类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别见表4和表5。

本文主要考察在样本观察初期和末期收缩城市与非

收缩城市企业TFP的差异,因此分两个年份分别对

四类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。
从企业层面来看,与2000年相比,2007年样本

企业数量明显增加,增幅为148.17%;以LP、OP和

OLS方法估计的2007年企业TFP较2000年均有

小幅提升,其中LP方法计算的企业 TFP增幅为

10.07%。从企业所有制性质来看,2007年私营企

业的数量大幅增加,国有企业数量下降明显;企业平

均资本量增幅为34.44%;与2000年相比,企业平

均职工数下降33.42%。从城市层面来看,与2000
年相比,2007年城市平均人口规模小幅上升,名义

GDP和财政支出占比大幅增加。

四、中国收缩城市生产率“悖论”:
人口流失与“效率增进”

  (一)中国收缩城市的“效率增进”
为了验证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企业TFP的

差异,必须控制样本观察初期两组类型城市的企业

TFP水平,以排除初始发展禀赋对末期企业TFP产

表4 2000年四类指标的基本统计信息

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

被解释变量

TFP(LP方法) 118942 6.0919 1.2231 -2.3668 11.5076

TFP(OP方法) 118942 3.0357 1.2320 -6.5312 9.5202

TFP(OLS方法) 118942 3.3746 1.1540 -5.3654 9.1499

关键解释变量 城市收缩哑变量 118942 0.1723 0.3776 0 1

控制变量-企业

国有企业哑变量 118942 0.5328 0.4989 0 1

私营企业哑变量 118942 0.2867 0.4522 0 1

外资企业哑变量 118942 0.1826 0.3863 0 1

资本量(千元)对数 118942 3.5246 1.2971 -6.3230 11.2615

企业总资产(千元)对数 118942 9.6499 1.4562 0.6939 18.0352

出口企业哑变量 118942 0.2780 0.4480 0 1

企业职工数(人)对数 118942 4.9795 1.1502 2.3979 12.0190

控制变量-城市

人口(万人) 117336 609.9006 415.5408 15.96 3091.09

GDP规模(万元) 117336 9985259 1.09e+07 179307 4.55e+07

财政支出占GDP比重(%) 117336 4.6151 3.5711 0.5056 14.2162

FDI占GDP比重(%) 117336 4.6237 4.6366 0 45.4031

资源型城市哑变量 118942 0.1646 0.3708 0 1

老工业城市哑变量 118942 0.3640 0.4811 0 1

  注:限于篇幅,行业与区域变量数据没有列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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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5 2007年四类指标的基本统计信息

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

被解释变量

TFP(LP方法) 295179 6.7056 1.1302 -1.8776 12.7203

TFP(OP方法) 295179 3.8090 1.0621 -6.4428 10.0074

TFP(OLS方法) 295179 4.1287 1.0094 -5.3446 9.9400

关键解释变量 城市收缩哑变量 295179 0.1670 0.3730 0 1

控制变量-企业

国有企业哑变量 295179 0.0792 0.2701 0 1

私营企业哑变量 295179 0.7159 0.4510 0 1

外资企业哑变量 295179 0.2054 0.4040 0 1

资本量(千元)对数 295179 3.7941 1.3421 -6.1428 11.0537

企业总资产(千元)对数 295179 9.5940 1.4108 4.2179 18.6644

出口企业哑变量 295179 0.2575 0.4373 0 1

企业职工数(人)对数 295179 4.6416 1.0586 2.3979 11.9823

控制变量-城市

人口(万人)对数 295022 6.4245 0.6000 2.8981 8.0819

GDP规模(万元)对数 295022 16.6814 0.9722 13.3348 18.6186

财政支出占GDP比重(%) 295179 10.1302 3.7234 4.5821 49.8582

FDI占GDP比重(%) 294299 4.02 2.77 0 11.91

资源型城市哑变量 295179 0.1497 0.3568 0 1

老工业城市哑变量 295179 0.3158 0.4648 0 1

  注:限于篇幅,行业与区域变量数据没有列出。

生的影响。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:一是将2007年企

业TFP对收缩城市哑变量进行回归,同时控制

2000年的企业TFP水平。但这样做必须将样本缩

减为2000-2007年始终存活的企业个体,这不仅使

样本数量急剧减少,而且容易出现样本自选择问题,
即存活企业TFP水平可能较高,而人为删除了没有

存活的企业,对企业整体TFP水平造成影响,回归

结果将存在严重偏误。二是保持样本不变,分别观

察2000年和2007年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企业

TFP水平的变化,得出规律性的启示。本文采用第

二种方案验证假说1。
我们根据2000-2007年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

市企业TFP的变化绘制图1。由图1可见,两组城

市企业TFP水平逐年提高(2003-2004年除外⑨),
样本观察初期收缩城市企业TFP平均水平低于非

收缩城市,2004年两组城市企业TFP水平差异缩

小,至样本观察末期收缩城市企业TFP水平略高于

非收缩城市,即图1呈现的事实与假说1存在较大

差距。
表6为2000年企业 TFP对城市收缩哑变量

的回归结果。第(1)列为基本模型回归结果;第(2)
列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变量,第(3)~(5)列分别控制

了行业变量、区域变量以及城市变量。回归结果表

明,虽然在基本模型中收缩城市企业 TFP水平偏

低,但控制了企业等变量后,2000年收缩城市企业

TFP在统计意义上显著高于非收缩城市,经济意

义上二者差距很小。在同时控制企业变量、行业变

量、区域变量以及城市变量后,收缩城市的企业

TFP显著高于非收缩城市0.1282。这说明在样本

观察初期,一方面,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的企业

所有制性质、企业资本量等有明显差异;另一方面,
在排除企业特征、行业特征、城市以及区域特征后,
收缩城市发展基础并不必然比非收缩城市差,甚至

优于非收缩城市。
表7为利用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进行计量回

归的结果。与表6类似,第(1)列为基本模型,第
(2)~(5)列分别控制了企业、行业、区域以及城市特

征变量。由此我们发现:在样本考察末期,收缩城市

图1 收缩城市、非收缩城市与企业TF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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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6 2000年中国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的效率差异

(1) (2) (3) (4) (5)

城市收缩哑变量 -0.1163***
(-12.4049)

0.0365***
(4.3833)

0.0024
(0.2869)

0.0756***
(8.9093)

0.1282***
(13.5369)

国有企业哑变量 0.0248
(0.3705)

0.0280
(0.4283)

0.0249
(0.3830)

0.0192
(0.2924)

私营企业哑变量 0.2995***
(4.4607)

0.3254***
(4.9526)

0.3118***
(4.7649)

0.2634***
(3.9891)

外资企业哑变量 0.1717***
(2.5766)

0.2316***
(3.5533)

0.2082***
(3.2070)

0.2218***
(3.3825)

企业资本量对数 -0.2182***
(-53.7865)

-0.2459***
(-59.2561)

-0.2411***
(-58.1068)

-0.2369***
(-57.2005)

企业规模 0.5555***
(104.9758)

0.5874***
(107.9938)

0.5807***
(106.4535)

0.5687***
(103.4785)

出口企业哑变量 0.0852***
(12.1888)

0.1501***
(20.9678)

0.1205***
(16.7214)

0.1086***
(15.0514)

企业职工数对数 -0.0754***
(-13.8215)

-0.1101***
(-19.7402)

-0.0954***
(-16.9547)

-0.0851***
(-14.9742)

常数项 6.1120***
(1568.4469)

1.7160***
(24.0222)

1.6978***
(20.7881)

1.2990***
(15.7854)

-0.3315***
(-2.9395)

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

区域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

城市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否 是

样本数 118942 118942 118942 118942 117336
拟合优度 0.0013 0.2759 0.3121 0.3193 0.3211
F统计量 153.8814 4630.3062 1307.6496 1274.1330 1099.3564

  注:*,**,***分别表示10%,5%,1%显著性水平下显著;回归结果已进行聚类处理;括号内为t统计量;“是”或“否”表示

模型是否对相关变量进行控制。表7、表8、表12、表13与表14同此注。

表7 2007年中国收缩城市的“效率增进”

(1) (2) (3) (4) (5)

城市收缩哑变量 0.0222***
(4.1153)

0.1572***
(33.3039)

0.1383***
(29.7886)

0.1236***
(25.4194)

0.1245***
(23.4887)

国有企业哑变量 0.1011
(1.2408)

0.1271*
(1.6661)

0.1259*
(1.6593)

0.1396*
(1.9086)

私营企业哑变量 0.1665**
(2.0365)

0.2336***
(3.0493)

0.2369***
(3.1092)

0.2462***
(3.3513)

外资企业哑变量 0.0746
(0.9138)

0.1686**
(2.2048)

0.1826**
(2.4001)

0.2372***
(3.2342)

企业资本量对数 -0.0835***
(-41.8080)

-0.1321***
(-65.7258)

-0.1364***
(-67.7906)

-0.1557***
(-76.9775)

企业规模 0.3861***
(148.1755)

0.4383***
(160.4876)

0.4439***
(162.2740)

0.4677***
(170.1204)

出口企业哑变量 -0.1644***
(-38.0028)

-0.1084***
(-25.8870)

-0.0940***
(-22.3035)

-0.0698***
(-16.6414)

企业职工数对数 0.1719***
(58.0658)

0.1288***
(42.6284)

0.1194***
(39.2835)

0.0965***
(31.6091)

常数项 6.7019***
(2915.8530)

2.3938***
(28.9372)

1.4027***
(17.2850)

1.3330***
(16.4376)

2.7008***
(31.3388)

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

区域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

城市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否 是

样本数 295179 295179 295179 295179 294299
拟合优度 0.0001 0.2970 0.3578 0.3606 0.3762
F统计量 16.9357 15107.0006 4613.7642 4390.4097 4026.70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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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TFP出现“不降反升”的发展状态:基本模型

中,收缩城市企业 TFP高于非收缩城市约0.02,
在控制企业、行业、区域以及城市等变量后,这一

回归系数显著增加,约为0.12。这与假说1完全

相反,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收缩城市生产率

“悖论”。
(二)稳健性分析

表8分别利用OP和OLS方法估算企业TFP
水平,并对表6和表7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。
第(1)~(4)列均控制了企业变量、行业固定效应、区
域固定效应以及城市规模等变量,其中第(1)列和第

(2)列为利用2000年工业企业数据的回归结果,第
(3)列和第(4)列为利用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的回

归结果。不难发现,2000年收缩城市企业 TFP相

对非收缩城市有较小优势,2007年依然。这说明表

6和表7的回归结果比较稳健,即实证上并不支持

收缩城市企业TFP较非收缩城市更低的结论。
这一“悖论”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按行政边界

所划分的“中国收缩城市”的合理性。中国城市收缩

发生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,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

36.22%提升至2010年的49.95%,2014年达到

54.77%⑩,实现了人口自乡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转

移,形成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人口在空

间中的重新分布。这种情况下,以人口总量增减识

别的中国收缩城市,虽然符合通常意义上对城市空

间的界定和使用习惯,但忽视了人口空间结构的变

化,不能全面反映“中国收缩城市”的实际发展情况,
由此得出人口减少的“中国收缩城市”企业TFP下

降的结论是不科学的。
基于此,我们认为,地级市层面的人口总量的

减少并不必然意味着集聚经济的下降。人口空间

分布结构的变化改变了集聚经济发挥作用的方式

和地点,同时劳动力选择性流动也与人口空间分布

结构产生相互影响。因此,有必要对已识别的“中
国收缩城市”从人口分布结构上做进一步的分析和

分类。

表8 2000年和2007年中国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企业TFP差异

(1)
2000年_OP

(2)
2000年_OLS

(3)
2007年_OP

(4)
2007年_OLS

城市收缩哑变量 0.1262***
(13.1653)

0.1278***
(13.6321)

0.1210***
(22.7336)

0.1240***
(23.3218)

国有企业哑变量 0.0049
(0.0737)

0.0363
(0.5559)

0.1678**
(2.1175)

0.1636**
(2.2564)

私营企业哑变量 0.2822***
(4.1832)

0.2110***
(3.2187)

0.3206***
(4.0305)

0.1934***
(2.6557)

外资企业哑变量 0.2672***
(3.9902)

0.1491**
(2.2908)

0.3251***
(4.0934)

0.1767**
(2.4310)

企业资本量对数 -0.4150***
(-98.6279)

-0.3283***
(-79.6824)

-0.3279***
(-159.8768)

-0.2500***
(-123.3531)

企业规模 0.5576***
(100.0203)

0.5550***
(101.8647)

0.4548***
(164.3040)

0.4648***
(168.9710)

出口企业哑变量 0.1086***
(14.8189)

0.1203***
(16.7867)

-0.0720***
(-17.0747)

-0.0615***
(-14.6392)

企业职工数对数 -0.5613***
(-97.0809)

-0.5494***
(-97.2475)

-0.3643***
(-118.4887)

-0.3825***
(-125.0849)

常数项 1.7845***
(15.4120)

-0.4907***
(-4.3884)

4.6558***
(50.5809)

2.4255***
(28.2858)

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

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

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

样本数 117336 117336 294299 294299

拟合优度 0.3151 0.2568 0.2846 0.2138

F统计量 1130.8202 833.1741 2376.6742 1653.9545

  

—02—



五、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与对中国收缩

 城市生产率“悖论”的解释

  (一)城市实体地域与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
我国目前通用的“城市”概念实际上是国家进行

行政管理的单元,与以“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

的集聚(巴顿,1984)”和“致密而紧凑(刘易斯·芒福

德,2005)”为基本特征的城市概念不同。以地级及

以上行政单元为空间尺度研究人口流失现象,能反

映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全貌,但我国“市辖县”的行

政区划为区域概念,而非城市本体(周一星,1989),
因此反映中国城市化发展状态的能力有限(江曼琦、
席强敏,2015;刘玉博等,2016)。与城市行政单元的

空间尺度不同,本文认为应从集聚的视角界定收缩

城市的空间范围,即“城市实体地域”。城市实体地

域是周一星、史育龙(1993,1995)在城乡划分研究中

提出的“城市实体/城镇实体”概念的延续和扩展,为
以城市景观地域为基础的反映城市实体的空间

范围。
考虑到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已形成对行政区

城市空间范围的使用习惯,因此本文仍持续关注前

文所界定的收缩城市,称为“广义的收缩城市”,把在

城市实体地域空间范围上界定的收缩城市称为“狭
义的收缩城市”。结合城市发展的现状、城市行政体

制设计和数据的可获得性,本文认为,从市辖区这一

空间尺度上界定我国的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较为合

理,也更符合国际惯例。市辖区是城市发展的核心

区域,人口密度大,流动人口集中,以市辖区为空间

尺度研究人口流失,能反映城市收缩的严重程度,弥
补我国传统意义上的“城市”空间尺度过大的缺憾,
更精确地刻画我国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在空间上的

差异。
两次普查年间频繁的区划调整对收缩城市的分

类结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,因此,我们逐一核查

2865个县市(区)行政区划变动情况,利用2000年

乡镇街道级别的人口数据调整相应行政单元的人口

规模。据统计,两次普查年间有7个更名的市辖

区、25个新设立的市辖区、19个进行内部区划调

整的市辖区、33个由“撤县设区”扩容的市辖区、

33个与本地级市其他行政单元存在交叉调整的市

辖区、5个与其他地级市存在交叉调整的市辖

区,最终识别出271个可用地级市市辖区人口变

动数据。从全市收缩和市辖区收缩两个维度,将

271个地级市分为四种类型,如表9所示。

表9 “全市-市辖区”城市收缩分类情况

全市收缩 全市不收缩 合计

市辖区收缩 24(Ⅲ) 1(Ⅳ) 25

市辖区不收缩 58(Ⅱ) 188(Ⅰ) 246

合计 82 189 271

  资料来源:作者根据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。

(二)事实分析

由表9可知,在可用的271个城市样本中,绝大

多数(246个,比重90.77%)城市的市辖区人口继续

增加;在82个广义的收缩城市中,有58个(比重

70.73%)城市的市辖区仍在集聚人口,有24个(比
重29.27%)城市的市辖区人口在减少。在中国快

速城镇化过程中,作为城市发展主体的市辖区人口

规模的下降意味着城市发展潜力的下降。
为了验证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与非收缩城市集聚

经济效应的优劣,本文用城市人口密度、市辖区人口

密度、建成区占市辖区面积比重表示城市的集聚水

平,对表1进行扩展,结果如表10所示。显然,无论

在全市水平还是市辖区水平上,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
人口密度明显偏低;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的非农业人

口比重偏低,建成区面积占市辖区比重亦明显低于

非收缩城市。
我们利用统计指标对表2进行扩展,结果如

表11所示。表11表明,样本考察末期,“狭义的

收缩城市”在教育水平、劳动人口比重及老龄化指

标方面的发展状况均劣于“广义的收缩城市”和非

收缩城市。

表10 2007年收缩城市集聚经济衡量指标对比

城市类型
全市人口密度
(人/平方公里)

市辖区人口密度
(人/平方公里)

非农业人口比重(%)
建成区面积占

市辖区比重(%)

广义的收缩城市 497.44 966.01 29.98 5.56

狭义的收缩城市 376.22 678.32 28.88 3.65

非收缩城市 725.52 1362.39 50.07 14.07

  资料来源: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(2008)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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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基于以上分析,本文提出假说2:
假说2: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企业TFP水平较非

收缩城市低。
(三)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的企业TFP
图2在图1的基础上,增添了“狭义的收缩城

市”企业TFP的变化趋势。图2直观地表明,“狭义

的收缩城市”在2000-2007年企业TFP始终低于

非收缩城市,与假说2一致。
表12、表13对假说2进行了验证。与表6

类似,我们观察2000年基期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

与非收缩城市企业 TFP的差异(表12)。第(1)
列为基本回归结果,第(2)列控制了企业变量,第
(3)~(5)列分别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、区域固定

效应以及城市控制变量。回归结果显示,虽然基

本模型中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企业 TFP较低,但
在逐一控制了四类变量后,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企
业TFP水平上升,说明在排除了企业、行业、区
域以及城市特征对企业 TFP造成的影响后,“狭
义的收缩城市”企业TFP较非收缩城市具有较小

优势。

表11 样本观察末期(2010年)劳动力素质指标

城市类型 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比重(%) 劳动人口比重(%) 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(%)

广义的收缩城市 6.26 68.49 17.99

狭义的收缩城市 5.61 68.02 18.57

非收缩城市 9.63 70.80 14.57

  资料来源:《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》。

表12 2000年中国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与企业TFP
(1)

TFP_LP
(2)

TFP_LP
(3)

TFP_LP
(4)

TFP_LP
(5)

TFP_LP

狭义的收缩城市 -0.0841***
(-3.7550)

0.0941***
(4.5222)

0.0453**
(2.2396)

0.1243***
(6.0763)

0.1735***
(8.4101)

国有企业哑变量 0.0438
(0.6254)

0.0419
(0.6112)

0.0392
(0.5737)

0.0300
(0.4350)

私营企业哑变量 0.3247***
(4.6116)

0.3439***
(4.9899)

0.3378***
(4.9190)

0.2852***
(4.1154)

外资企业哑变量 0.1984***
(2.8389)

0.2549***
(3.7284)

0.2335***
(3.4262)

0.2469***
(3.5893)

企业资本量对数 -0.2198***
(-51.8127)

-0.2475***
(-57.0636)

-0.2424***
(-55.8267)

-0.2379***
(-54.8209)

企业规模 0.5532***
(100.1535)

0.5860***
(103.2531)

0.5781***
(101.3751)

0.5659***
(98.1366)

出口企业哑变量 0.0915***
(12.4165)

0.1594***
(21.0919)

0.1321***
(17.3229)

0.1241***
(16.2398)

企业职工数对数 -0.0674***
(-11.8171)

-0.1028***
(-17.6254)

-0.0875***
(-14.8298)

-0.0778***
(-13.0395)

常数项 6.0881***
(1602.4238)

1.6761***
(22.3822)

1.6540***
(19.2761)

1.6149***
(18.8283)

-0.2431**
(-2.1596)

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

区域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

城市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否 是

样本数 108195 108195 108195 108195 106618

拟合优度 0.0001 0.2781 0.3145 0.3210 0.3216

F统计量 14.0998 4277.6758 1201.9140 1167.3068 999.38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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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狭义的收缩城市与企业TFP

表13对2007年样本考察末期两组城市企业

TFP的差异进行了检验。第(1)列为基本模型,第
(2)(3)列分别控制了企业变量和行业变量,“狭义的

收缩城市”的回归系数出现波动,说明“狭义的收缩

城市”与非收缩城市的企业特征和行业特征存在较

大差异;第(5)列在控制了区域固定效应和城市变量

后,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的回归系数在1%水平下显

著为负,即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企业TFP较非收缩城

市平均降低约0.03。回归结果表明,“狭义的收缩

城市”企业 TFP由2000年具有较小优势,发展为

2007年具有较小劣势,说明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的经

济发展状况和地位的确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降低。
(四)稳健性检验

表14利 用 OP 和 OLS方 法 分 别 计 算 企 业

TFP,作为因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。第(1)(2)列为

利用2000年数据的回归结果,与表12结果类似,

表13 2007年中国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与企业TFP

(1)
TFP_LP

(2)
TFP_LP

(3)
TFP_LP

(4)
TFP_LP

(5)
TFP_LP

狭义的收缩城市 -0.0947***
(-7.0662)

0.0534***
(4.6338)

-0.0011
(-0.0940)

-0.0633***
(-5.5190)

-0.0345***
(-2.9142)

国有企业哑变量 0.0931
(1.0374)

0.1375
(1.6249)

0.1345
(1.5987)

0.1452*
(1.8053)

私营企业哑变量 0.1665*
(1.8488)

0.2519***
(2.9670)

0.2561***
(3.0342)

0.2592***
(3.2120)

外资企业哑变量 0.0680
(0.7564)

0.1822**
(2.1487)

0.2011**
(2.3860)

0.2513***
(3.1184)

企业资本量对数 -0.0850***
(-41.1315)

-0.1342***
(-64.5304)

-0.1390***
(-66.7752)

-0.1603***
(-76.5680)

企业规模 0.3868***
(143.4913)

0.4392***
(155.5877)

0.4455***
(157.6029)

0.4723***
(165.7780)

出口企业哑变量 -0.1707***
(-38.1267)

-0.1143***
(-26.3735)

-0.0955***
(-21.8661)

-0.0699***
(-16.0850)

企业职工数对数 0.1708***
(55.6595)

0.1275***
(40.7358)

0.1158***
(36.7559)

0.0908***
(28.6643)

常数项 6.7044***
(3066.5769)

2.4227***
(26.6264)

1.4095***
(15.7902)

1.3971***
(15.6938)

2.8603***
(30.6902)

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

区域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

城市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否 是

样本数 273596 273596 273596 273596 272732

拟合优度 0.0002 0.2966 0.3585 0.3616 0.3777

F统计量 49.9312 13966.5212 4277.9323 4081.8486 3747.47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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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4 2000年和2007年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与企业TFP
(1)

2000年_OP
(2)

2000年_OLS
(3)

2007年_OP
(4)

2007年_OLS

狭义的收缩城市 0.1778***
(8.5189)

0.1808***
(8.8325)

-0.0354***
(-2.9825)

-0.0343***
(-2.8788)

国有企业哑变量 0.0187
(0.2649)

0.0491
(0.7180)

0.1891**
(2.1683)

0.1748**
(2.1904)

私营企业哑变量 0.3073***
(4.3418)

0.2339***
(3.4022)

0.3487***
(3.9839)

0.2117***
(2.6418)

外资企业哑变量 0.2957***
(4.2088)

0.1752**
(2.5678)

0.3541***
(4.0521)

0.1963**
(2.4544)

企业资本量对数 -0.4165***
(-94.5082)

-0.3288***
(-76.1340)

-0.3327***
(-1.6e+02)

-0.2547***
(-1.2e+02)

企业规模 0.5550***
(94.9501)

0.5516***
(96.4782)

0.4593***
(160.1351)

0.4695***
(164.6548)

出口企业哑变量 0.1246***
(16.0444)

0.1349***
(17.7734)

-0.0721***
(-16.4975)

-0.0613***
(-14.0664)

企业职工数对数 -0.5542***
(-91.3401)

-0.5420***
(-91.3277)

-0.3698***
(-1.2e+02)

-0.3887***
(-1.2e+02)

常数项 1.8628***
(16.0804)

-0.4093***
(-3.6673)

4.7719***
(47.8473)

2.5912***
(27.9162)

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

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

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

样本数 106618 106618 272732 272732

拟合优度 0.3142 0.2544 0.2894 0.2161

F统计量 1029.7498 746.0589 2245.2376 1550.7904

  
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企业TFP具有优势,高于非收缩

城市约0.18;第(3)(4)列为利用2007年数据的回

归结果,与表13结果类似,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企业

TFP低于非收缩城市约0.03。表12~表14的回

归结果验证了假说2,即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企业

TFP较非收缩城市低,且表现为“优转劣”的发展过

程。另外,企业其他层面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均较

为稳健,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TFP水平较高;企
业规模越大,企业 TFP越高;企业资本量对企业

TFP有负向影响;而2000年有较高TFP水平的出

口企业,在2007年对TFP有负向影响。

六、结论与启示

(一)研究结论

实证研究发现,以国际惯例识别的我国收缩城

市企业TFP在基期和末期均高于非收缩城市,且回

归结果稳健。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收缩城市生

产率“悖论”。
为了寻找“悖论”的原因,结合我国快速城镇化

背景,本文从人口分布结构层面,以“城市实体地域”
为空间尺度重新定义了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,用市辖

区人口流失的收缩城市来表示。市辖区作为我国城

市发展的主体,人口和经济活动密度较大,市辖区人

口的减少刻画了集聚经济的下降。实证发现:虽然

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企业TFP在样本考察初期较非

收缩城市高,但在样本考察末期较非收缩城市低,呈
现“优转劣”的发展过程,验证了“狭义的收缩城市企

业TFP较低”的假说,解释了中国收缩城市生产率

“悖论”。
研究表明,以地级及以上行政区为空间尺度界

定的收缩城市的企业TFP并没有低于非收缩城市,
而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在企业生产活力上已经出现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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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劣势,必须引起重视。这说明,我国的“城市”问
题,尤其是以人口迁移为研究主题的“城市”问题,在
关注人口总量增减的同时,应结合城市发展实体地

域的概念,谨慎审视相关研究结论的适用性。研究

还发现: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企业的企业特征、所属行

业、区域以及城市特征等与非收缩城市有较大差异,
未来相关研究应分行业、分区域对“狭义的收缩城

市”企业行为进行深入分析。
(二)政策启示

第一,在关注城市人口总量增减的同时,应注重

人口空间分布结构对城市发展造成的影响。在快速

城镇化进程中,人口大量从农村向城市迁移,市辖区

人口增减是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分布的结果。市辖区

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城市集聚能力和人力资本质量的

下降,造成企业TFP降低。因此,未来人口和城市

发展政策,在关注人口总量增减的同时,应关注人口

空间分布结构的变化,促进人口在部分地域的有效

集聚。
第二,注重结合特定区域的发展,研究区域内部

城市收缩问题。城市的发展寓于区域之中,应以区

域的、协同发展的视角看待收缩。以武汉城市圈为

例,基于我们的数据,构成武汉城市圈的6个地级市

和3个县级市中,除武汉和鄂州外,其余7市均发生

了不同程度的广义的收缩,圈内出现明显的单极化

发展趋势。从单一城市的视角看,如黄冈市,全市

人口下降13.32%,市辖区人口也减少了1.82%,
其人口密度、城镇化率、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发展

指标均劣于城市圈均值;但从区域的视角看,外围

城市人口规模虽然下降,但却提高了核心城市的要

素集聚程度,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整个区域的经济效

率。因此,单一城市的收缩必须结合其所处区域的

发展进行综合评价,避免过分贬低,同时应因地制

宜,转型发展。
第三,收缩城市,尤其是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,应

制定“适应性”规划,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城市衰退问

题。根据本文研究,我国有29.62%的地级市出现

城市收缩现象,29.27%的收缩城市的市辖区亦发生

人口流失。在城市收缩普遍存在的情况下,应结合

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,因势利导人口分布,制定适应

性规划。可借鉴 Hollander& Németh(2011)提出

的所谓“精明收缩”的概念,以“更少的人、更少的建

筑以及更少的土地利用”的理念,实现“更合理的人

口空间分布、更精致的城市建筑文化以及更高效的

土地利用效率”的城市发展。

第四,重视城市收缩过程中出现的“劳动力技

能分区”问题。人口的持续下降不仅降低了城市

的人口数量,同时由于劳动力的流动具有自我选

择性,高技能和更健康的劳动力更容易流失,造成

低素质劳动力人口在收缩城市的集聚,进一步强

化收缩。因此,伴随着人口空间分布结构的变化,
城市收缩可能形成除城乡差异外的另一种类型的

区域不均等,即劳动力技能在不同空间上出现明

显差异。这一问题将与城乡差距一起,对我国城

市体系的健康发展构成威胁。未来的城市发展政

策应通过高技能人才专项补贴、培育与本地优势

产业匹配的专门人才等措施,遏制人口净流出地

区人口素质持续下降的趋势,为城市创新发展做

好智力准备。
注:

①收缩城市具体识别方法为:两次人口普查年间(2000-
2010年)人口负增长的地区。

②人口普查统计口径为城市的常住人口,比户籍人口更能反

映某一地区的消费和生产活力,因此用人口普查数据界定

中国的收缩城市也更科学。

③行政区划调整的信息来源于:中国行政区划网(http://

www.xzqh.org.cn/index.php/Home/Article/detail/id/

4563.html)、行政区划网(http://www.xzqh.org/html/)

以及各省、市、县等行政网站中披露的信息。

④据作者统计,两次普查年间涉及到42个地级市层面的区

划调整。其中,24个副省级地区/盟改为地级市,如普洱

市;4个地级市涉及县市合并或拆分,如海口市和原县级

琼山市;14个地级市与其他地级市之间存在交叉调整,如
中卫市和吴忠市。

⑤在数据处理过程中,固原市和中卫市的行政区划调整涉及

不可获得的村级数据,鉴于其对本文结论影响较小,为保

证样本完整性,在此作忽略处理。

⑥企业样本数据年份与中国收缩城市识别年份存在不一致

的情况,但由于收缩具有长期持续性(Glaeser& Gyour-
ko,2005),利用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识别出的收缩城市可作

为2007年收缩城市的代理指标,是在数据可得性限制条

件下的次优选择。

⑦据统计,2000-2007年共3个地级市与其他副省级或县

级行政单元的部分区域进行了合并;11个地级市与其他

地级市之间存在县级行政区划交叉调整。

⑧例如,根据南宁地区和南宁市行政区划变动信息(2002年

12月23日,国务院批准(国函〔2002〕121号):将原南宁地

区管辖的隆安县、马山县、上林县、宾阳县、横县划归南宁

市管辖),将2000年原属于隆安县、马山县、上林县、宾阳

县、横县的企业所在地的行政代码,更新为南宁市行政

代码。

⑨这与陆铭、向宽虎(2014)的研究结论一致,即2003年之后

—52—

《经济学动态》2017年第1期



全国经济效率增速放缓。作者认为,2003年开始的以用

地指标限制为代表的区域平衡政策对东部集聚经济造成

了损害,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。本文对此不再进行深入

讨论。

⑩数据来源:《中国统计年鉴(2001年)》和《中国统计年鉴

(2015年)》。

如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》中收录统计数据的“城市”是指“地
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城市”,为行政地域的概念。

此处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县市(区)层面行

政区划单元数量。

考虑到对数据处理结果的影响较小,本文保留涉及3个及

以内村级行政单元调整的市辖区。

如2005年6月永州市芝山区更名为零陵区,行政区域

不变。

如2003年12月撤销中卫县,设立地级中卫市;中卫市设

立沙坡头区,以原中卫县的行政区划为沙坡头区的行政

区划。

如2004年6月调整昆明市五华区、盘龙区、官渡区、西山

区的行政区划面积。

如2003年1月撤销县级潮阳市,分别设立汕头市潮阳区、

潮南区。

如2008年8月湖南省长沙县榔梨镇韶光社区居委会划归

芙蓉区东岸乡管辖。

如2003年12月将原石嘴山市陶乐县的月牙湖乡划归银

川市兴庆区管辖。

24个“狭义的收缩城市”分别为:四川的广安、资阳、广元、

自贡、内江、遂宁、巴中;陕西的渭南;辽宁的抚顺;吉林的

辽源;湖北的黄冈、随州、荆州、咸宁;黑龙江的伊春、鸡西、

鹤岗;河南的信阳;贵州的安顺;甘肃的定西;福建的南平;

安徽的巢湖、阜阳、宣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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